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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纬度荒漠区河西走廊沙丘地貌的演化特征
及其环境指示

朱秉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摘要：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沙丘地貌变化和粉尘活动历史是探索全球环境变化与景观响应问

题的良好档案。本文从风沙地貌学、粒度沉积学、地球化学和气候学等方面综合分析了中纬度

典型荒漠区河西走廊的典型沙丘动态变化、物质来源、粉尘活动历史及其影响因素等。结果表

明，20世纪 60年代以来研究区典型新月形沙丘和新月形沙丘链等发生了较大的移动或摆动，

平均移动速度介于0.8~6.2 m/a之间。沙丘的动态变化主要受年降水量、年平均风速和年大风

日数的影响，表明气候是沙丘地貌变化的首要影响因素。沙丘沙（三段式）与戈壁沉积物的两

段式粒度曲线模式明显不同，揭示了后者在沉积学上的“不成熟性”而前者经历了高效的风成

分异作用且非局地起源。古地理、沉积学和地球化学综合证据揭示沙丘沙的母源物质主要是

冲洪积物和古河流沉积物等，包括南北山麓剥蚀带的碎屑沉积等。地表细颗粒物质的比例、表

层盐结皮的覆盖率和可蚀性砂质物质含量等指标指示了西部戈壁区不是中东部风尘的主要来

源区。沙丘移动方向与区域性主导风向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表明河西走廊东、西部间之

间在沙丘地貌动态演化上的差异应受控于区域尺度的环流风系，即受控于动力机制而不是物

质来源上的差异。区域气候的暖湿化是对全球增温和亚洲夏季风增强的同步响应，也是研究

区沙尘暴减少的主要原因，同期河西走廊潜在的逆沙漠化过程亦受控于气候变化；但绿洲区沙

漠化过程还是起因于人类活动影响的地下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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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风沙地貌及其沉积地层记录了沙源地或荒漠区的环境变化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的响应，是旱地景观演化的独特而重要的环境档案[1-5]。中国大约有 56.6万 km2的
陆地面积被风成沙覆盖，涵盖了从低于海平面155 m到高于海平面5000 m的多种地貌和
构造背景[6]；其中以活动沙丘为主的沙漠景观主要分布在年平均降水量小于200 mm的干
旱和极端干旱地区，而以半固定沙丘和植被沙丘（固定沙丘）为主的沙地景观则主要出
现在年平均降水量介于200~400 mm的半干旱地区[7]。这些荒漠性的地貌景观是地球系统
的内营力（如构造运动）和外营力（如气候等）在长期和短期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及其变
化的产物，反过来这些荒漠又可能通过风尘物质循环（如粉尘释放和迁移）直接影响全
球的气候和生态系统[1, 6]。因此对荒漠景观演化的了解将增加我们对地球系统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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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半球中纬度典型地区—中国内陆荒漠景观的形成和演化，来自沙漠外围的黄
土高原黄土—古土壤沉积序列的古环境记录表明：中国西北部的沙漠可能早在22 Ma前
就已经存在[8-9]，但在沙漠内部发现的地貌学和沉积学证据却表明，这些沙漠的现代规模
的地貌景观形成年代可能要年轻得多[6, 10-11]。目前，由于缺乏足够长的、连续性“气候”
地层剖面的研究，第三纪沙漠与现今沙漠之间的地貌联系尚不清楚。而在中国西北部的
许多沙漠地区，沙丘下部埋藏着晚更新世甚至全新世时期的湖泊相和河流相沉积物，表
明这些沙漠地区在晚第四纪时期的环境发生了突变[6, 12]。例如中国中纬度地区的河西走廊
及其北缘的巴丹吉林沙漠，尽管那里的巨型沙丘——“沙山”的形成机制在人们的理解
中至今存在着“气候控制论”“构造/地貌控制论”与“地下水控制论”等方面的争议，
但地貌调查对于解决这一争议仍至关重要。可以想象，沙丘的动态成因过程，即区域的
沙漠化/荒漠化过程，对理解这一问题将是关键性的，因为这里的“古/今沙漠化”过程几
乎涵盖了所有涉及地球系统参数的重要的信息档案。

中国北方旱区风沙物质的迁移以及沙丘地貌的形成和演变，是中纬度地区沙质沉
积物在多种气候系统和下垫面等因素作用下运动和积累的结果，是地表沙漠化的直接
原因[5, 7, 10, 13]。如中国北方被流沙掩埋的古城遗址和一些历史上著名的草原现今却呈现沙
丘起伏的荒漠景观，即是近2 ka以来土地沙漠化的佐证[13]。沙丘的流动不仅影响农业和
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安全，而且反映了大陆干旱区地貌形成和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对全球
变化的环境响应。因此，研究全球不同地区各类沙丘地貌的形成和动力学特征，对揭示
旱地沙漠化和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北方频繁的沙尘暴便被认为是其环境变化的突出表现和直接恶
果，河西地区更被认为是中国乃至北半球沙尘暴的主要策源地和加强源区[14-16]。所以河西
走廊的沙漠化问题是半个世纪以来甘肃省乃至中国北方都亟待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

审视一个区域风成地貌的演化问题，无疑需要长时间尺度的证据[17-18]，河西走廊地区
的风沙地貌便是如此，因为它们很多是在晚更新世以来形成的[7, 19]；这里的风成沉积地层
也几乎都是晚第四纪以来的产物，且存在显著的东、西部差异[19]。来自地质年代学和沉
积地层学的证据表明，河西走廊地区风成地貌（包括沙丘、黄土、类黄土等）的沉积过
程主要发生在更新世—全新世过渡期（约12 ka前），而全新世时期则主要发生了风蚀过
程；但全新世各时期的风沙活动远不如更新世—全新世过渡期那样稳定，而是发生了频
繁的沉积再循环[19]。由于缺乏有力的沉积/侵蚀再循环营力，河西走廊西部得以保存了第
四纪晚冰期（晚更新世）以来的冰川沉积和风成沉积地层，而河西走廊东部地区的表层
地层则主要是全新世发育的风沙地层且盛行多期的沉积改造[19]。因此总体上，晚更新世
以来，区域水文条件的变化和地表过程制约着河西走廊地区风沙地貌的形成和演化，尤
其彰显了季风降水和河流过程对它的影响。不过在近代时间尺度上，如近半个世纪以
来，许多证据均表明河西走廊地区的风沙活动和风成地貌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其环
境背景，除了气候变化（全球增温）外，还有1949年后河西地区剧烈的土地利用和社会
经济等人类活动的变化，那么上述这种地貌变化的原因何在？基于沉积过程的证据主要
聚焦于自然环境变化过程下的地貌演化问题，很难探讨自然与人为因素叠加背景下的差
异性机制问题，而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本文基于河西走廊地区近几十年来广泛的沙丘地貌的动态调查、沙丘沉积物的沉积
学和地球化学分析以及区域气象记录的气象学分析等综合证据，理解河西走廊地区近半
个世纪以来的沙丘地貌成因、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区域地貌演化的环境指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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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区自然背景与研究方法

2.1 河西走廊的地理、地貌、气候与水文背景
河西走廊位于中国西北部甘肃省的中西部地区（图1），总面积大约5100 km2。在区

域地貌上，河西走廊处于祁连山脉和阿拉善高原之间的低地部位。北部的阿拉善高原分
布着中国北方大型的活动性沙漠景观，如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
南部的祁连山山脉高海拔处的冰雪融水发育了数条向北流动的大型河流进入河西走廊，
如黑河、石羊河、疏勒河等。流经河西走廊的这些河流的中游和下游，洪积扇或冲积扇
地貌发育，在水文学上也是各大流域的主要的泉水溢出部位。绿洲广泛发育在这些冲洪
积扇的扇缘部位，是中国西北干旱区的主要的农业开发区和人口汇聚区。

气候上，河西走廊地处北半球中纬度的温带荒漠带中心，除南部山地中高山以上地
段有森林草原分布外，绝大部分为荒漠性气候，发育与之匹配的荒漠地貌。荒漠地貌类
型以戈壁和沙漠为主，两者约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46.64%。

河西走廊的沙丘或沙丘地等风成地貌主要分布在乌鞘岭以西，古玉门关以东，祁连
山和合黎山之间的走廊地带。与临近地区的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的沙丘地貌相
比，两大沙漠的沙丘往往在空间分布上是完整的一片，而河西走廊则不同，这里的沙丘
几乎都是零星分布的，主要分布在一些河流沿岸的绿洲附近、绿洲之中或戈壁荒漠区上。

整个河西走廊沙丘地的面积约有754 km2 [7]，在绿洲边缘发育着大量的大型新月形沙
丘和新月形沙丘链。民勤盆地是河西走廊地区发育沙丘的典型地区，它处于石羊河的下
游，腾格里沙漠的西缘，年平均降水量约为116.4 mm，年平均温度约为7.8 ℃（图1），年
平均风速约2.25 m/s。
2.2 分析方法与数据

不少研究者在河西走廊不同地区的沙丘地野外系统考察了诸如新月形沙丘、新月形
沙丘链、金字塔沙丘、抛物线沙丘和沙垄等不同的沙丘地貌类型和地貌单元，并根据野
外观测和不同时期的卫星遥感影像资料获取了它们的地貌学形态参数和特征[20-24]。部分新
月形沙丘及其他沙丘的地貌学参数等数据分别见表1和Nottebaum等研究结果[21]。

图1 河西走廊在中国北方的地理位置及典型荒漠区1960—2010年气候变化
Fig. 1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Hexi Corridor (HXC) in northern China and the related changes in climate

parameters of typical desert areas in HXC in 196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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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直观的地貌参数调查，量化近地表风沙流的结构与沙丘的移动速率，也是
解释沙丘动态变化与地貌演化最直接有效的手段[25-31]。研究沙丘移动速度的方法通常有两
种，一种是原位定位高分辨率观测[24-25, 27, 32]，另一种是基于遥感图像的解译[26, 28, 31]。基于上
述两种方法的研究工作都已在河西走廊的沙丘地广泛开展过。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集成并
整理河西走廊沙丘移动速度等的动态观测数据，探讨河西走廊沙丘的地貌演化。

此外，风成沙丘沉积物颗粒的粒度沉积学特征也是了解沙丘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

表1 河西走廊不同沙丘的地貌参数特征[20-21]

Tab. 1 The locations, heights, movement directions, and lengths of different sand dunes in the Hexi Corridor[20-21]

沙丘类型

新月型沙丘

新月型沙丘链

金字塔型沙丘

抛物线型沙丘

积沙带 (纵向沙
沙垄)

沙丘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地理位置

纬度(N)

38°37'52''

38°38'00''

38°36'06''

38°37'51''

38°32'11''

38°31'59''

38°25'47''

38°25'17''

39°57'41''

39°58'07''

40°00'41''

38°37'46''

38°37'48''

38°37'24''

39°57'59''

39°57'31''

39°58'50''

40°05'16''

40°05'14''

40°05'11''

40°05'11''

40°05'09''

40°05'24''

38°36'27''

38°36'26''

38°36'10''

38°37'08''

41°35'64''

40°08'51''

38°47'57''

38°48'36''

39°02'12''

39°02'10''

39°02'34''

39°02'20''

经度(E)

102°55'16''

102°55'13''

102°55'05''

102°55'02''

102°56'34''

102°56'43''

102°54'37''

102°52'56''

98°49'44''

98°49'59''

98°49'18''

102°54'53''

102°55'55''

102°54'46''

98°51'17''

98°51'31''

98°48'04''

94°42'23''

94°42'10''

94°41'47''

94°40'53''

94°40'43''

94°40'12''

102°57'15''

102°57'42''

102°58'15''

93°59'40''

98°41'36''

98°41'20''

103°12'36''

103°13'30''

103°32'03''

103°31'29''

103.29'49''

103°26'19''

沙丘高度(m)

9.8

11.2

9.5

3.7

7.9

7.6

3.9

5.9

5

2.6

7.2

6.4

5.8

11.1

13.8

8.7

9.6

25.8

90.3

76.6

121.8

114.1

88.9

4.6

4.4

3.3

3.7

4.4

4.1

15.2

17.1

18.6

5.6

12.2

9.4

沙丘移动方向
(直角坐标系，
正东向为0°)

48°

48°

48°

48°

45°

46°

45°

87°

51°

54°

57°

54°

54°

50°

53°

54°

53°

西南—东北

西南—东北

西南—东北

西南—东北

西南—东北

西南—东北

-
-
-
-
-
-
-
-
-
-
-
-

沙丘坡面长度(m)

迎风坡

438.5

163.3

129.2

304.2

271.7

762.3

295.9

42.6

350.4

222.8

184.6

726.9

443.4

794.8

413.6

501.8

554

-
-
-
-
-
-

286.1

228.9

133.3

396

59.9

15.7

70.4

44

811.7

707.7

1557.6

207.1

背风坡

252

492.7

163.3

484.1

229.4

430.1

80.8

52

254.5

437.9

197.3

752.8

406.7

658.4

361.1

466.2

445

-
-
-
-
-
-

35.3

188

198.5

302.2

0

17.7

-
-
-
-
-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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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1-2, 33, 34]。这是因为沙颗粒的粒度参数不仅可用于判别沉积物的沉积环境（风成或水
成），还可以用于识别沉积物的运移模式（蠕变、跃移或悬浮）。目前，已有研究工作针
对河西走廊地区的风成沉积物和相关沉积物（冲洪积扇、湖相沉积、河流相沉积等）的
粒度沉积学开展了广泛研究[35-40]，本文在此基础上系统收集和整理了这些沉积学证据，进
而开展了河西走廊不同区域的沙丘地貌的沉积学对比研究。

可蚀性的碎屑沉积物及其来源是沉积地貌景观形成的物质基础[41-42]，因此识别干旱环
境下风成物质的来源是认识沙丘地貌形成的前提条件[7, 18, 43]。其中，基于碎屑沉积物的地
球化学组成的元素分析，如稀土元素在内的微量和主量元素组成分析，已成为检测沙漠
沉积物来源的可靠手段[44-54]。其依据是稀土元素等微量元素在不同沉积物地化组合特征和
浓度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母源成分的控制，因为这些元素只存在于特定的矿物
中且难以在搬运过程中被损失掉[41-42]；再结合主量元素和粒度特征所表征的沉积物在侵蚀
—沉积再循环以及风化作用中的“改造”或“分异/变异”信号，可以有效识别风成沉积
物的母质来源。在河西走廊地区，利用主量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方法分析风成沉积物物质
组成特征的案列研究已有初步成果[39-40, 55-56]，为本文综合理解和识别研究区不同沙丘的物质
来源提供了基础数据。

此外，1960—2010年河西走廊地区不同气象站的连续气象参数记录，不仅是本文探
讨全球变暖背景下区域气候响应的依据，也是基于地貌参数与气候参数数据在长时间尺
度上的统计学关系来探讨区域景观地貌对气候变化响应的依据。

3 分析结果

3.1 河西走廊沙丘的地貌学参数特征及其动态变化
由表1和Nottebaum等研究结果[21]可知，河西走廊地区典型的新月形沙丘的平均高度

约为6.75 m，最大值为11.20 m，最小值仅为2.60 m。其他类型的典型沙丘的平均高度则
分布在4.08 m（抛物线型沙丘，3.38~4.60 m）、9.23 m（新月型沙丘链，5.80~13.80 m）、
13.02 m（累积沙带或沙垄，5.60~18.6 m）、86.25 m（金字塔型沙丘，25.8~121.8 m）之间。

关于研究区沙丘地貌的动态变化，早在1959—1964年，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就在河
西走廊地区开展了沙丘地风沙流的定位观测研究[7, 13, 58-60]，后期的研究工作则持续对河西
走廊的不同地区开展了相关研究[7, 20-21, 32, 38, 61-67]。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在河西走廊地区，风
沙流中约有80%的沙颗粒是在近地表20~30 cm的高度范围内流动的，其中约一半的沙颗
粒在近地表0.3~0.5 cm的高度内流动；在7 m/s的风速下，10 cm高度内的沙粒占总体的
75%；而75~200 cm高度内的沙粒仅占总体的0.035%。

根据野外实地观测（电子全站仪测量）和不同时期的卫星影像（谷歌地球）资料，
本文获取了不同沙丘的地貌参数和移动速度[20, 68]，如表1所示。

新月形沙丘的平均移动速度约为 6.62 m/a，最大值可达 12.51 m/a，最小值仅为 1.01
m/a。新月形沙丘链的平均移动速度约为 6.54 m/a，最大值达到 8.30 m/a，最小值仅为
5.34 m/a。与新月形沙丘相比，新月形沙丘链的移动相对缓慢，且移动速度变化不大。总
体上，河西走廊地区的新月形沙丘和新月状沙丘链沿NW—SE方向移动，走廊东段的运
动方向约为NE—W，走廊西段的金塔移动角度则增加（表1)。金字塔沙丘顶部的平均摆
动速度约为 6.32 m/a，最大可达 97.37 m/a，最小值仅为 1.14 m/a。金字塔沙丘的移动方
向也会发生变化，但其主要运动方向为SW—NE。

在风沙地貌学上，按照沙丘平均移动速度的大小，沙丘地貌类型可以分为4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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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型（≤ 1 m/a）、中速型（1~5 m/a）、快速型（6~10 m/a）和特快型（≥ 20 m/a） [58]。
Zhu 等研究结果表明 [57]，河西走廊地区的沙丘移动速度，除了敦煌< 1.0 m/a 外（慢速
型），主要介于1.4~6.2 m/a之间，属于中速型或快速型。

从中纬度沙漠分布的大尺度范围来看，在沙丘走向和移动方向上，河西走廊地区几
乎正处于中国北方沙区2种沙丘走向的分界线处（图2），即大致在古玉门以东的区域沙
丘呈现NW—SE或是W—E的走向，而古玉门以西的区域沙丘呈现NE—SW或E—W走
向走向（图2）。究其原因，中国北方沙区冬半年主要的盛行风向在河西走廊西部呈NE—
SW或E—W走向，而在东部呈NW—SE或是W—E走向（图3），即研究区东、西部之间
不同的沙丘移动方向与区域的主导风向分异大体是一致的。沙丘走向与主导风向在空间
分布上的相似性关系表明，河西走廊东、西部间之间在沙丘地貌演化上的差异，应受控
于区域尺度主导风系或环流风向的格局，即受控于动力机制，而不是物质来源上的差
异。即在沙丘的动态变化成因上，合成输沙风向控制着区域近地表的输沙过程进而控制
着沙丘的走向和移动。

本文将河西走廊沙丘与中国西北干旱区其他沙丘的移动速度进行了对比。对塔克拉
玛干沙漠输油公路沿线数个新月形沙丘的观测结果表明，1991—1992年10月的沙丘移动
为 4.81~10.87 m （平均 7.29 m），1992—1993 年 10 月的沙丘移动为 3.33~8.89 m （平均
5.56 m） [25]，表明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为中速型和快速型移动沙丘。根据2010年、2013
年和2014年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的腾格里沙漠沙丘移动速度解译结果（假定高分辨率
遥感图像能够反映一年内沙丘的变化），2010—2013年腾格里沙漠的沙丘平均移动速率约
为4.36 m/a，2013—2014年沙丘平均移动速度约为2.43 m/a[27]，表明腾格里沙漠主要为中
速型移动沙丘。基于Google Earth影像数据解译的毛乌素沙地新月形沙丘移动规律的研
究显示，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在3.5~9.5 m/a之间，表明毛乌素沙地主要为中速型和快速
型沙丘[29]。此外，毛乌素沙丘的宽度与背风坡水平长度显著相关，在移动过程中沙丘的
宽度和背风坡的水平长度减小，而迎风坡的水平长度增大；沙丘的移动速度和宽度之间
存在良好的相关性[29]，表明沙丘的动态变化不仅受控于风场的动力机制，也受控于沙丘
本身的形态因素。

与上述不同沙地的沙丘动态过程相比，河西走廊地区的新月形沙丘在动态变化上也
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2006—2015年受风速、大风日数等因子的影响，民勤地区的绿

注：修改自文献[25]。

图2 中国北方沙丘形成的流场和沙丘移动方向
Fig. 2 Sand-flow field and movement direction of sand dunes in nor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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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边缘沙丘移动最快，移动速度约为6.2 m/a；受主风向等因子的影响，敦煌地区的绿洲
边缘沙丘移动最慢，移动速度约为0.8 m/a；受不同气象要素的影响，2015年与2006年相
比，河西走廊大多数地区的沙丘迎风坡水平长度增加，而背风坡水平长度减小[57]。由此
可以看出，影响河西走廊地区沙丘动态变化的3个主要因子分别为年降水量、年平均风
速和年大风日数。因此，气象（或气候）因子对河西走廊地区沙丘的动态变化有着重要
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既有正向作用（促进效应），也有逆向作用（抑制效应）。
3.2 河西走廊沙丘的粒度沉积学特征

综合来自河西走廊地区不同风成沉积物及相关沉积物（如冲洪积扇、湖相沉积、河
流相沉积等）的粒度沉积学研究结果[35-40]，河西走廊不同地区的沙丘沙有着不一样的粒度
组成，即沙粒尺寸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这反映了沙丘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来源和搬运
模式的不同。

在河西走廊的中东部酒泉—高台地区，沙丘表面的迎风坡尖角、坡面、坡顶以及背
风坡尖角等不同地貌部位的沙丘沙粒度参数（平均值，标准偏差，偏斜和峰度等）表
明，这里的沙丘表面沙物质（简称沙丘表沙）的粒度频率曲线多数为单峰分布，少部分
为双峰[37]；沙丘表沙多为细砂和极细砂粒级，平均粒径为(0.07±0.01)~(0.24±0.06) mm，
与世界沙漠的平均沙丘粒径相近；同中国多数沙漠一样，这里的沙丘沙也具有粒度越细
分选性越好、平均粒径随偏度值增大而增大，随峰度值得增大而减小等特征[36]；从上风
向至下风向，沙丘沙变细，沙丘沙的中砂组分减少，细砂、极细砂、粉砂和粘粒组分增
加。根据Sahu的粒度判别函数和上述粒度参数[69]，可识别出研究区碎屑沉积物的沉积环
境主要包括风成相、湖积相和冲洪积相3种，其中以风成沉积为主（约占50%） [37]。在研
究区域，沙丘单元尺度上的粒径分布模式有3种类型：沙丘顶峰较粗（坡面和丘间地较
细），沙丘顶峰较细（坡面和丘间地较粗），以及顶部、迎风坡和背风坡无明显差异[35-37]。其
中，峰顶较粗是最常见的类型，占所有沙丘的 69%；而峰顶较细则是第二常见的（占
24%） [37]。

注：修改自文献[25]。

图3 中国沙区冬半年主要风向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ain wind direction in sandy deserts of China in the winter half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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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中西部的金塔—嘉峪关—花海地区的戈壁以及古湖平原地貌上发育的新月
型沙丘的粒度沉积学研究显示[39]，河西走廊中西部的新月型沙丘表层沙的粒度以中砂为
主（21.7%~57.4%），其次是细砂（23.2%~53.0%）；平均粒径为0.27~0.43 mm，明显粗于
古湖相沉积物（0.10~0.21 mm） [39]，表明该地的古湖沉积不是沙丘沙主体颗粒的来源。
比较来看，该地的沙丘沙比河西走廊中东部酒泉—高台地区的沙丘沙平均粒径要大，也
大于其他地区的沙漠沙。这里的新月型沙丘表沙的粒度分选性以中等较好为主，粒度曲
线近对称，峰度中等；沙丘沙粒度特征与沙丘形态、戈壁地表的下垫面属性等有关[39]。

风成沉积物的粒度概率累计曲线有一个特征，即通常显示为斜率值不同的2~4段具
有拐点的独立线段，表明其迁移过程中会出现 2~4种运动方式[70]。河西走廊沙丘沙的粒
度概率累计曲线基本呈现 3段线模式，指示了这里的沙丘沙在风力作用下以“跃移式”
运动为主，并叠加着少量以“悬移式”和“蠕移式”运动为主的颗粒物质。这个特征在
河西走廊不同地区的沙丘沙中都已被观察到[37-39]，包括河西走廊地区附近的黑河流域下游
沙丘[36]。上述河西走廊沙丘沙在粒度沉积学上的单峰态和3段式分布模式，表明研究区的
沙丘沙为典型的风成成因，其近似正态分布的单峰态特征是一种高“粒度成熟度”和

“单一化”的体现，是经历了风力分选作用后的高效混合过程的典型特征，在某种程度上
是风成分异作用在较长时间尺度和较大空间尺度（源区距离）上的函数[35]。沙丘沙这种
高效的混合特征和程度较高的风成分异（单一化）特征，显然不是“局地起源”机制可
以充分解释的，因为局地起源的沉积物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和较小搬运距离内实现粒度沉
积学上的高成熟度（高效混合和高度分选）。与沙丘沙相比，河西走廊地区的戈壁沉积
物、湖相沉积物和河流沉积物其粒度沉积学所揭示的碎屑物质运动方式则分别以“蠕移
—跃移”和“跃移—悬移”为主[35, 38]，呈现典型的二段线模式。此外，戈壁沉积物以及
河流相和湖相沉积物的频率累计曲线通常是双峰或多峰分布[35, 38, 71]，很少呈现风成沙的单
峰分布特征，这表明河湖相沉积和戈壁沉积物不仅运动方式与沙丘沙不同，来源也不相
同，前者为“就地/近地”或“局地”起源，而后者则经历了广泛和高效的物质混合，非
局地起源。
3.3 河西走廊沙丘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指示的沙物质来源

关于河西走廊沙丘沙等风成沉积物的来源问题，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早在 1959—
1964年就对沙区的物源进行了调查研究[7, 32, 66]，基于不同方法的相关研究一直持续到今
天[37-38, 40, 55, 66, 72-73]。

由于近年来质谱地球化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更精细化的沉积物物源识别研究成
为可能[55, 39-40, 56, 74]。这里，我们以河西走廊西部嘉峪关以西以北的戈壁地区、河西走廊中
部金塔—高台地区和河西走廊东部民勤盆地等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所发育的风成沙丘研究
为例，基于地球化学证据来探讨它们的物质来源。

民勤盆地以绿洲景观为主，它位于河西走廊的东部，黄土高原的北部边缘，并与中
国北方的两大沙漠接壤，分别是民勤西北部的巴丹吉林沙漠和东南部的腾格里沙漠（图
1）。民勤盆地被认为是阻止这2大沙漠汇聚的天然障碍[7]。从较大尺度的地理和地貌学上
来说，确定民勤绿洲及其邻近沙漠地区的风成沉积物的来源和运移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中国黄土与沙漠的关系[17, 55, 75-76]。

已有研究工作从民勤绿洲及其周围沙漠地区系统采集了沙丘沙等风成沉积物样品，
通过质谱地球化学分析并结合区域气象学风场资料和统计学聚类分析方法，探讨了民勤
绿洲及其邻近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沙丘沙中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空间
分布特征，以及这些地区风成沙的物源及其迁移途径[55, 73, 77]。综合上述地球化学数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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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盆地及其周边不同地区（巴丹吉林沙漠B、巴丹吉林沙漠—民勤过渡带BM、腾格里沙
漠东北缘TNE、腾格里沙漠—民勤过渡带TM、腾格里沙漠西南部TSW）的沙丘沙全岩
样品主量元素组成中，SiO2的含量很高，达到72.2%~88.9%之间，平均值约为83.3%；相
比之下，大多数微量元素的含量则相对较低，只有 Ba、Ce、Co、Mn、Sr 的含量达到
> 100 mg/L[55]。与上陆壳的平均成分（UCC，代表陆壳表层未风化的、初始物质的平均
组成，数据来自文献[42]） 相比，民勤盆地及周边不同沙漠沙的 Ba、SiO2、Rb、Sr、
Al2O3和K2O相对均匀/均一[55]，表明这些元素丰度的空间差异性不大（相对均质），而其
他元素则有一些明显的隆起和凹陷变化 [55]，表明这些元素丰度的空间差异较大（非均
质）。由于这些均质的和非均质的元素组成分别代表了碎屑物质来源上的相似性和差异
性，因而可以作为较好的地球化学指标来识别沙丘沙的不同来源。常量元素组成上，只
有SiO2相对于UCC富集，其他都相对亏损；在微量元素丰度上，除Cr和Ni在B、BM亚
区富集以及Cr在TNE富集外，绝大多数元素都是亏损的。这表明研究区沙丘沙与初始的
上陆壳物质（源岩）相比，经历了明显的“母源信息的改造”过程。在沙丘沙地球化学
元素的空间分布上来看，Cr、Ni、Cr/V、Y/Ni、Al、V、Zr、Hf、Zr/Hf等的元素二元图
和常量、微量元素三元图揭示了民勤盆地西部（B—巴丹吉林沙漠、BM—巴丹吉林与民
勤绿洲之间的沙丘带、民勤绿洲东北缘的沙丘地）和民勤盆地东南侧（TSW—位于民勤
绿洲东南缘的沙丘地）的沙丘沙具有不同的物质来源；而民勤盆地（M）和南缘沙丘地
（TM）的沙组成则分别与两个沙漠有关[55]。这些地球化学证据表明，巴丹吉林沙漠的风
成沙可以穿过山脉经西北风长距离输送到民勤盆地绿洲的西侧，腾格里沙漠的风成沙则
为民勤绿洲的东部提供了沙源，但两大沙漠的风成沙却不能直接到达也不能绕过绿洲的
另一侧（即跨越绿洲障碍实现两个沙漠的汇合）。这表明，民勤盆地的沙丘沙具有多源
性，且民勤绿洲是阻隔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沙丘迁移与汇合的有效屏障；但是民
勤盆地绿洲风成沙丘的大量出现也表明，绿洲地貌景观在干旱区作为一种生态屏障在防
止风沙侵蚀中的作用也是有局限性的。

与东部相比，河西走廊西部发育的新月形沙丘等风成沉积物，其常量和微量元素地
球化学特征也受到了广泛关注[39, 78]。这些沙丘主要位于嘉峪关以北和以西的戈壁地区，
沙丘类型主要为新月形沙丘、新月形沙丘链和不对称新月形沙丘[39, 78]。经过上陆壳平均
物质组成UCC的标准化后，河西走廊西部戈壁地表的新月形沙丘沙显著富集主量元素
CaO和SiO2 （分别占全岩总量的5.55%和66.12%）；CaO、MgO、Fe2O3等的元素含量从西
北向东南逐渐富集，即顺主导风向富集程度逐渐增加；Na2O、K2O的UCC标准化值均显
著小于1，表明碱金属元素显著亏损或被淋溶[39, 78]。微量元素的含量在不同沙丘的沙样品
之间有所差异，亦反映了研究区沙丘沙物源的复杂性；但在同一沙丘的不同地貌位置，
微量元素的变化较为相似[39]，表明地貌单元尺度上的沙丘沙具有相对一致性。与UCC比
较，微量元素除Co、As、La、Nd显著富集外，其他大多数微量元素则处于亏损状态。
表明河西走廊西部沙丘与东部相似，都经历了明显的“母源信息改造”。与腾格里沙漠和
巴丹吉林沙漠的地化元素相比[79]，研究区的SiO2含量较低，K2O含量相似，其余微量元
素含量偏低。

来自河西走廊中东部金塔—高台地区的沙丘等风成沉积物也获得了系统的主量和微
量元素地球化学分析[40, 56, 72, 80]。比较不同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地化元素分析结果与基于
矿物学分析所观察到的结果相类似。如研究区的沙丘沙与相邻区域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
林沙漠的沙丘沙有类似的矿物学组成（云母、石英、伊利石、白云母和钠长石等矿物组
成） [72]，而主量和微量元素分析结果也揭示了这一特征[40, 56]。这表明河西走廊及其相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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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风成沙沉积物在地球化学和矿物学特征上具有区域相似性。相对于上陆壳物质组成
（UCC），河西走廊中部金塔—高台地区的沙丘沙也富集CaO，此特点不仅与河西走廊西
部相似，也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巴丹吉林沙漠附近的河流、湖泊沉积物以及戈壁沙漠风
成沙的物质组成相似，但它们与库姆塔格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风成沙略有不同[40]。通过
多维标度（MDS）和主成分分析（PCA）方法，以及区域地形分析，河西走廊可能不仅
是祁连山沉积物的沉积汇，也是北山沉积物的沉积汇[40]。

综合以上地球化学证据，干涸的河流沉积、冲洪积沉积物是河西走廊地区沙丘沙的
初始物质来源；这些碎屑沉积物则主要来源于走廊西南部的祁连山和北部的北山山脉的
侵蚀和风化物质。由于上述粒度沉积学特征所揭示的河西走廊沙丘沙具有典型的风成成
因和高效混合以及高效分异（单一化）特征，因而它们在某些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组成
上的相似性也就可以得到解释。这种物质组成上的相似性还可以通过区域对比得到证
明。如对比中国北方不同沙漠沙的常量元素丰度（表2），河西走廊沙丘沙与中国西北部
的沙漠（如库姆塔格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等）或风成黄
土（黄土高原）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此外，区域比较结果同时也显示了明显的局部差
异性。如河西走廊沙丘沙的Fe2O3含量达到3.50%，此元素丰度普遍高于其他沙漠；此外
走廊沙丘沙的Co元素含量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55]；这表明河西走廊地区的沙丘沙富集铁
元素和钴元素。但其他元素的含量则与其他沙漠相类似。

4 讨论

4.1 河西走廊地区沙丘地貌的成因机制
总体上，河西走廊地区的沙丘地貌以流动沙丘占绝对优势。这些沙丘的形成，在早

期研究工作中被认为有3种成因机制：① 由于绿洲中固定的灌丛沙堆植被被破坏所导致
的；② 由于河西走廊地区中的砾质戈壁及风蚀地等提供了丰富的沙源引起风成沙堆积从
而形成沙丘；③ 由于河流变迁改道后，废弃的沙质干河床受风力吹扬起沙，风成沉积物
进而在附近堆积形成沙丘[7]。上述几种风成沙丘地貌的形成机制，都可以解释河西走廊地
区沙丘零星或片状分布的特点，特别是沙丘往往沿着干河床蜿蜒曲折地呈现断续分布和
散布于绿洲边缘的砂砾质戈壁上的分布特点。从空间尺度来看，上述3种成因机制都可
以看作为“局地或近地驱动”机制。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与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
沙漠化相比，有学者认为祁连山冰川和积雪控制的向下游输送的水资源量的变化（源区

表2 河西走廊沙丘与其他沙漠风成沙或上陆壳平均组成的元素含量对比(%)
Tab. 2 The average element contents of sandy dunes in the Hexi Corridor and other deserts and the average

composition of the upper continental crust (%)

地区

河西走廊

巴丹吉林沙漠

腾格里沙漠

库姆塔格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

黄土高原黄土

黄土高原古土壤

上陆壳平均组成

陆相页岩

Fe2O3

3.5

1.93

1.96

2.88

3.10

4.56

5.12

5.00

7.22

CaO

5.55

2.06

1.30

4.64

7.88

8.62

0.83

4.20

1.30

MgO

2.07

1.19

1.12

2.19

2.2

2.31

2.21

2.22

1.20

SiO2

66.12

80.27

80.94

70.13

62.05

58.65

65.18

66.00

62.80

Al2O3

9.24

7.78

8026

9.59

10.60

11.86

14.79

15.20

18.90

Na2O

2.45

1.90

1.88

2.52

2.58

1.68

1.41

3.90

1.20

K2O

2.00

2.00

2.25

1.98

2.11

2.44

3.15

3.40

3.70

文献出处

[39, 78]

[53]

[53]

[81]

[53]

[81]

[81]

[4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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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供应），是河西走廊沙丘形成演化和沙漠化的关键因素[82]；此外还有研究认为，中国
北方乃至北半球大尺度风力活动的减弱和区域尺度的水循环加速（水源供应的增加），两
者共同制约了河西地区的沙丘动态及沙漠化过程[83-85]。

再进一步综合来看，上述几种沙丘地貌的成因，不管是局地尺度、区域尺度乃至半
球尺度，从本质上都可以归因为一种自然机制，即河西地区的沙丘是自然成因的。然而
即使如此朴素的观点，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85-86]。如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河西走廊地区的
沙丘形成并非都受控于自然因素的影响，其中很多沙丘应是历史时期形成的，是人类活
动影响的结果[7, 10, 59-60, 87-88]。例如目前在一些荒漠沙丘地中还可以见到汉、唐及明朝等时期
的废墟和长城遗址，如敦煌南湖的寿昌废墟，张掖以西的西城驿站沙丘中的废墟，民勤
一带沙丘中的明长城遗址等[7, 59-60]。

综合上述来看，关于河西走廊地区的沙丘地貌，目前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在学术
界还没有达成一致。一方面，由于沙丘地貌的形成在本质上是风力堆积（而非侵蚀）作
用的结果，基于动力学过程和物质平衡原理的理解，处于上风向的河西走廊西部（戈壁
风蚀地及其风蚀产物）因而一直被认为是河西走廊中部和东部粉尘活动和地貌变化的原
因之一[7, 38, 63]，因为前者可能为后者提供了沙丘形成的物质基础。然而，上述来自粒度沉
积学和地球化学的证据却表明，河西走廊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沙丘不仅是多源的、高度混
合和均一化的，还和大尺度的外围沙漠扩张、南北山脉的侵蚀风化有关，那么仅仅西部
戈壁与风蚀区及其晚冰期沉积的存在，就可以解释河西走廊中东部的沙漠化么？换句话
说，西部沙漠化在驱动中东部么？第二个方面，近半个世纪以来，河西走廊地区的沙丘
动态变化，是自然成因还是人为成因为主？针对这两个问题，下文做了一些初步的讨论。
4.2 河西走廊地区的沙漠化：西部驱动？

事实上，前已述及，从大尺度上来看，河西走廊西部和东部之间的沙丘移动有着截
然不同的方向（图2），与区域的主导风向大体一致（图3）。这表明两个地区间的沙丘移
动的动态模式与区域间主导风向的格局是耦合的，即在动力机制上由合成输沙风向控制
着区域近地表的输沙过程进而控制着沙丘的动态演化。所以，河西走廊西部和东部之间
的沙丘地貌在动态演化规律上可以说是脱耦的关系。因此，这种风场环流的差异决定了
两个地区之间的沙漠化在动力机制上应该不存在西部驱动东部的关系。

此外，有不少研究从沉积物的侵蚀搬运和物质平衡方面开展了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
地表土壤、风蚀地貌和风蚀潜力的研究[7, 38, 61-65, 67]，以期从侵蚀—堆积的耦合过程和物质
平衡基础（物质循环和物源供应）的角度来探讨区域地貌的演化问题。由于潜在输沙量
（地表细颗粒物质的可蚀性）、砾石覆盖率（地表粗糙度）和表层沉积物的平均粒径，是
影响粉尘释放的主要因素[34, 89-90]，上述3个因素决定了河西走廊西部戈壁地表沉积物的可
蚀性是否对其他区域的沙漠化具有潜在贡献。

从侵蚀过程上看，风蚀地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广泛分布，地表风蚀形成了与风向大致
平行的长条状风蚀残丘和风蚀洼地。这些风蚀地貌一般高约1~3 m，少数达5 m[7]，大致
都分布在疏勒河下游沿岸和敦煌绿洲的西部等。这种侵蚀地貌的存在，表明河西走廊西
部戈壁地区对下风向地区的风沙地貌形成具有潜在的物源供应条件。然而，从地表碎屑
物质的可侵蚀性上看，来自河西走廊西部砾质荒漠（戈壁）的地表性质及其对风尘排放
的影响研究显示，砾质戈壁与沙质荒漠（沙丘地）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地表沉
积物的粒度组成以及细颗粒物质的赋存状态（可蚀性）完全不同[38, 61, 64, 67]。戈壁地表通常
由砾石、沙、细砂和粘土物质组成，粗、细物质混杂，而沙丘沙则主要由中砂物质组
成，不存在或很少有粗颗粒的砾石和细颗粒的粉砂与粘土物质[38, 65]。另外，多数戈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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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存在着盐结皮，细颗粒物质由于胶结物（碳酸钙等）的存在而固结起来，风力可蚀性
弱，而沙丘沙则是松散的，可蚀性强[38]。

另外，基于野外调查并利用 ImageJ软件和高分辨率影像资料分析，有研究[38]估算了
河西走廊西部不同戈壁地区的砾石覆盖率和地表盐结皮状态，确定了砾石（直径> 2
mm）占地表沉积物总重量的比例，并分析了不同地表沉积物的粒度沉积学分布。研究结
果表明：① 在河西走廊西部，戈壁地表的砾石覆盖度主要为中等程度覆盖，砾石覆盖率
主要介于 40%至 70%之间（平均 52%，SD = ±17%）不等。研究已证明，这种数值范围
的砾石比例，完全可以在地表产生最大的空气动力学粗糙度 [91-97]，阻止粉尘的释放。
② 大部分戈壁区域（面积占75%）的地表砾石碎屑颗粒之间形成了盐壳或盐结皮，只有
河西走廊北部输沙风势较高的地区及沙漠边缘没有地表结皮。③ 戈壁地表的易蚀性物质
（砂，粉砂和粘土）的含量有清晰的空间差异性分布。砾石表层沉积物多数为中砂和细砂
（分别占总数的52.5%和25.0%）；而粉砂和粘土含量为9.8%至40.1%，多数含量（约73%
样品）介于10%至30%之间。④ 在大多数的戈壁区域，潜在的沙物质可迁移量> 200个
向量单位，但这些区域有75%的地表存在实体的土壤结皮，难以迁移[38]。

综合上述分析，细颗粒粉尘物质的比例、地表盐结皮的覆盖率、潜在的沙物质可迁
移量等指标的量化结果，均表明戈壁地区这种很高的砾石覆盖度和地表结皮率能有效减
少地表的粉尘释放和沙物质迁移。因此，在物质基础上，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地区应该
不是河西走廊中部和东部沙尘暴的主要来源区，而河西走廊北部则可能是主要的粉尘来
源区。因此，从动力机制和物质基础两个方面来看，河西走廊西部都无法满足驱动河西
走廊中东部地区沙漠化的条件。
4.3 河西走廊区域性沙漠化的潜在因素：气候变暖？

表征一个区域的沙漠化过程，除了解其风沙地貌参数及其动态变化外，另外一个能
够指示区域沙漠化程度的潜在指标。它来自气象学事件中的沙尘暴，如大风天数和沙尘
暴日数等[66]。沙尘暴是指风速≥起沙风速、水平能见度< 1000 m的一种风沙天气现象。

在气象学上，河西走廊被认为是中国西北部沙尘暴和大风天的多发区之一[59-60]。从河
西走廊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气象数据来看[98-99]，自1956年以来，河西走廊地区本地沙
尘暴的发生日数约为11.20 d/a，大风天（> 8级风/d）日数平均约18.39 d/a[98]，但沙尘暴
总体上表现为减少趋势，递减速率为0.677次/a。近半个世纪以来，河西走廊（如民勤地
区）的沙尘暴日数总体呈减少趋势，并在此期间存在3种变化趋势，即频率和次数都迅
速降低（1956—1969年），频率高而稳定（1971—1987年），频率低而缓慢降低（1987—
2008年） [99]。

大尺度空间范围对比来看，同时期整个中国北方的沙尘暴频率也都是在减小的[14, 16]。
但从全球尺度来看，它与全球的沙尘暴发生情况却相反，因为近几十年来全球的沙尘暴
次数由于全球增温是在增加的[100-101]。这表明河西走廊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过
程并没有响应全球性的沙尘暴变化，这里的沙尘暴事件或潜在沙漠化过程的原因可能与
全球其他地区不同。

近半个世纪以来河西走廊荒漠地区的气温逐渐增高[99]，与全球变暖一致。这表明研
究区的气候在响应着全球气候变化。但是在全球性和区域性增温背景下，河西走廊地区
沙尘暴事件的发生频率为何没有像全球沙尘暴一样是增加的，反而是减少呢？难道气候
变暖不是主导因素么？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分析中国北方乃至河西走廊地区在这一时
期以来的多因素气候变化。即在增温背景下，中国北方和河西走廊荒漠区的区域性气候
是如何变化并响应全球变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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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纬度干旱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区域性气候变化问题，有研究已在中国北方和

河西走廊等干旱地区开展过[99, 101-104]，简单概括如下：① 1961—2008年，民勤地区的年平

均气温在增加，其抬升速率高于 20 世纪全球气温的抬升速率和中国近 100a的气温抬升

速率；其中，2月份的气温增高幅度最大，月平均气温增高3.01 ℃。② 从20世纪全球最

暖的80—90年代开始，民勤地区的极端最高气温变幅明显增大，极端最低气温则间歇式

下降，极端最高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的不稳定性增大，主要表现：1月份和4月份的月平

均气温的不稳定性增大；2月份的等温日期提前 10.36 d；12月份和 1月份的极端最高气

温的不稳定性增大；5月份的极端最低气温的变异系数达287%。③ 1961—2008年，民勤

荒漠区在气温升高的同时，降水量也表现为增加趋势，空气湿度亦显著增大。④ 民勤地

区1月份降水量的不稳定性增大，年降水量的稳定性增强。⑤ 总体来看，同中国北方大

尺度区域气候变化一样，民勤地区的气温不稳定性问题，应比气温变暖问题更值得人们

关注[99, 101-104]。⑥ 1961—2008年，民勤地区的风速持续降低。⑦ 沙尘暴的多年分布和季节

分布均与空气相对湿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由上可以看出，虽然河西走廊地区的气温升高（响应全球变暖），但降水增加（响应

亚洲夏季风的增强），空气相对湿度增加，风速减小。这种环境变化的结果，一方面会使

得沙尘释放过程的动力减小（因为风速降低），另一方面会使得沙面的粘滞性增大（因为

湿度增大），其后果将导致尘暴事件的频率降低。因此，1961年以来，河西走廊地区沙

尘暴发生日数的减少趋势，原因主要是空气相对湿度的增大，即当地气候的暖湿化是导

致沙尘暴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近半个世纪以来，河西走廊地区具有潜在的

逆沙漠化趋势，其控制因素主要是气候暖湿化变化。

4.4 河西走廊的绿洲区沙漠化：自然还是人为因素？

河西走廊地区的区域性沙漠化状况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具有逆沙漠化趋势，受控于自

然因素的影响。但是，广泛分布在河西走廊绿洲区的局地沙漠化是否也是如此？

事实上，河西走廊地区的绿洲沙漠化问题，远比区域沙漠化问题更受关注。半个多

世纪以来，针对河西走廊地区的绿洲沙漠化问题，当地政府和组织开展了系统的沙漠化

防治工程建设与环境理论研究。在沙漠化的生态防治方面尤为显著，如沙漠旱生植物的

水分生理生态研究，荒漠植物的物候研究，绿洲边缘的积沙带研究等[59-60]。半个世纪以

来，伴随着区域性的气候变化和地貌变化（沙漠化），河西走廊绿洲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水环境和植被生态环境2个方面，如：

（1）河西走廊地区的地下水水位普遍下降，区域水资源减少。如民勤绿洲区中部和

边缘区的26眼机井显示：在1985—2001年间，民勤绿洲中部的地下水水位下降速率达到

0.54 m/a[66]；而民勤绿洲区边缘的机井则指示，1985—2017年民勤绿洲边缘地区的地下水

水位的下降速率达到了0.56 m/a[66]。

（2）河西走廊地区的天然林面积衰退。由于地下水位的下降，民勤地区的天然固沙

植被大面积衰退，荒漠草场沙化。如 1981年民勤地区的天然固沙林面积为 203951 hm2，

但到 2002 年，天然固沙林面积已降低到 197353 hm2 [66]；20 世纪 80 年代初民勤境内有

373 hm2的胡杨林，但目前已消失殆尽[66]。

上述这些生态环境和地下水环境变化表明，在干旱的河西走廊绿洲区植被持续减少

的原因并不是区域降水的变化或相对湿度的变化，也不是造林少，而是受制于绿洲地下

水和土壤水等“有效水分”的变化[66]。表明在河西走廊地区，区域性的沙漠化和绿洲区

的沙漠化两者之间的原因并不相同。

2722



11期 朱秉启：中纬度荒漠区河西走廊沙丘地貌的演化特征及其环境指示

前已述及，河西走廊沙丘的动态变化主要受控于年降水量，即区域性的沙漠化主要

受控于气候的相对暖湿化。因此可以说，在河西走廊地区，区域沙漠化主要受控于大气
的“有效水分”（相对湿度），而绿洲区沙漠化则受控于土壤的“有效水分”。也就是说，
有效水分是绿洲生态环境中的最大限制性因子；具体来说，这个有效水分既不是大气降
水，也不是地表水，而是土壤水和地下水。

近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全球增温，但处于中纬度干旱带的河西走廊地区的气候是相
对更加湿润化的，并非全球增温背景下“湿的越湿干的越干”[105-107]。然而，河西走廊区
域性气候的湿润化显然与绿洲区同时期地下水的退化[66]和天然林的衰退不相符。这表
明，河西走廊绿洲区的沙漠化是受控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而不是自然因素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在河西走廊地区乃至中国北方甚至全球的中纬度干旱带，绿洲区沙
漠化的防治问题应遵循“以土壤有效水分的平衡”为中心。地下水的合理利用是绿洲沙
漠化防治的关键[66]。

综合上述，水环境的变化是制约干旱区绿洲沙漠化的重要因素。河西走廊民勤地区
的生态环境退化过程是很好的例证。而从更大的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
地区普遍水资源不足，因此所有的绿洲景观都可能面临着类似的、潜在的沙漠化问题。

目前，有不少研究认为从外流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调水可适当减缓河西走
廊内陆河流域严重缺水和沙漠化的问题。然而，从干旱区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来看，一方
面，从外流域调水可能并不是解决旱区缺水问题的根本办法，因为中纬度干旱区缺水是
地质历史时期的新生代全球变冷、中纬度季风—西风大气环流调整、全球冰量和海平面
变化等的改变所导致，因而在人类世尺度上可能是永久性的缺水；而且外流域调水很可
能造成其他流域的生态问题，因为干旱环境下几乎每个流域都是缺水或潜在缺水的。其
次，大规模调水在经济上可能也是不现实的。由于河西走廊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财力
等因素的限制（如水费问题等），至少外流域调水在近期是不太可行的。另外，在土壤非
饱和状态下（不受盐分积累的胁迫），或者在避免出现由于盐分累积和风成盐土扩散而导
致下一个类似中纬度干旱区的咸海生态危机[108]、楼兰生态危机[109]或本地的“青土湖生态
危机”[110]等水环境问题的出现，外流域调水如何实现区域水环境安全（盐渍化问题）和
有效补给土壤水和地下水而不是地表水等方面尚缺乏理解。此外，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
域并不是绝对的“资源型缺水”，而是“资源型缺水”与“技术型缺水”并存[111]。这意味
着综合性防治是河西走廊绿洲沙漠化防治的必须措施。

5 结论

河西走廊地区沙丘地貌的形成与动态变化是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出现的典型的土地荒
漠化问题，研究该地区风成沙丘地貌的形成与演化，对于揭示当地的沙漠化过程和机制
以及区域的环境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认识多基于对长时间尺度如地质历史层面自
然背景的变化的理解，而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河西走廊地区的风沙地貌和粉尘活动有怎样
的变化特征且是否响应区域或全球的气候变化，上风向的戈壁地区是否中东部沙尘暴的
源区和策源地，自然和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区域的沙漠化进程等问题，学术界尚缺乏全面
的理解。

研究结果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年际和年代际尺度上，研究区典型新月形沙丘和
新月形沙丘链等发生了较大的移动或摆动；沙丘的动态变化主要受年降水量、年平均风
速和年大风日数的影响，表明沙丘动态变化的首要影响因素是气候因素。河西走廊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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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的粒度频率累积曲线基本呈现三段式模式，与戈壁沉积物的两段式沉积学模式明显不

同，表明前者经历了高效的风成分异和混合作用而非局地起源，后者在沉积学上的“不

成熟性”表明为“就地/近地”或“局地”起源。古地理、沉积学和地球化学证据表明沙

丘沉积物的母源物质主要是冲洪积物和古河流沉积物等，包括古湖沉积、南北山麓剥蚀
带的碎屑沉积和周边沙漠沉积物等。在主量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组成上，河西走廊新月
型沙丘沙与中国北方沙漠沙丘沙或风成黄土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指示了风成
物质的高效混合性特征；河西走廊沙丘沙相对富集铁、钴元素。综合考虑地表细颗粒物
质的比例、表层盐结皮的覆盖率和可蚀性砂质物质含量等指标，河西走廊西部戈壁区不
是中东部沙地沙尘暴的主要来源区，而北部才可能是主要的粉尘源区。近半个世纪以来
研究区局地气候的增温、增湿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亚洲夏季风增强的同步响应，也是研
究区沙尘暴减少（粉尘活动减弱）的主要原因；而同时期河西走廊具有潜在的逆沙漠化
趋势，亦受控于气候变化而非人类活动；但在绿洲地区，沙漠化过程还是受控于人类活
动影响下的地下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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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ent evolution of dune landforms and its environmental
indications in the mid-latitude desert area (Hexi Corridor)

ZHU Bingqi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Cycle and Related Land Surface Processes,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dune landform changes and dust activity at mid- latitudes is a good
archive for exploring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related landscape response. In this study, the
dynamic changes, material sources, dust activity histor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ypical
sand dunes in the Hexi Corridor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aeolian
geomorphology, grain-size sedimentology, geochemistry and climat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e typical crescent-shaped dunes and chains of crescent-shaped dunes
in the study area have moved or swayed greatly, with an average speed ranging from 0.8 m/a
(Dunhuang) to 6.2 m/a (Minqin). The dynamic changes of sand dune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annual precipitation, annual average wind speed and annual gale days, which indicates that
climate is the primary influencing factor of dune landform changes. The three-stage grain-size
curve model of dune sands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gobi sediments (two- stage),
revealing the "immaturity" of the latter in sedimentology, while the former has experienced
efficiently aeolian differentiation and non- local origin. The comprehensive evidences of
paleogeography, sedimentology and geochemistry reveal that the source materials of sand
dunes are mainly alluvial/proluvial and palaeo-fluvial sediments, including clastic sediments in
the denudation/erosion zone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piedmonts. Indicators such as the
proportion of surface fine particles, the coverage of surface salt crusts, and the content of
erodible sandy materials indicate that the western gobi areas are not the main source areas of
wind-blown dust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parts of the Hexi Corrido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ovement direction of sand dunes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regional dominant wind
direc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dune landform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of the Hexi Corridor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regional-scale wind
system, that is, controlled by the dynamic mechanism rather than the difference in material
sources. The warming and humidification of the Hexi climate is a synchronou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warming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Asian Summer Monsoon. It is also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reduction of dust storms in the study area, which means that a potential inverse
desertification process exists in the Hexi Corrido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nd it is also
controlled by climate change. However, the process of desertification in the oasis areas during
the period is caused by groundwater fluctuation affected by human activities.
Keywords: dune landform; Gobi landform; grain size sedimentology; elemental geochemistry;
global warming; desertification; mid-latitude des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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